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吸收能力与网络依赖的调节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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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转移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方面之一，为揭示其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分析吸收能力和网络依赖可调节的中介模式，利用中国218名管理者的调查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和自助（Bootstrapping）方法，对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对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中介作用；网络依赖不仅正向调节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整体中介模型。这说明网络依赖程度高的个体在积累了足够的商业知识后，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基于上述发现，研究认为创新能力可以通过知识转移、吸收能力和网络依赖的复杂过程得到更有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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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Knowledge Transfer on Innovative Capacity: Moderating Mediating Effec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Network Re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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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transf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at knowledge transfer affect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network dependence adjustable intermediary model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218 managers in China,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elf-help (Bootstrapping) method are used to stud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and regulatory effec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bsorptive capacity positive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network reliance not onl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orptive capabilit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but also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overall mediation model. This demonstrates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 network reliance have higher innovation capability after accumulating sufficient business knowledge.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nnovation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more effectively through the complex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network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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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创新一直被认为是企业价值、绩效和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1]。技术创新是指在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中创造和应用新知识，使知识成为创新和发展的关键资源[2]。知识在各类企业中的分布极不平衡，表明了企业在知识体系、知识管理方法、吸收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随着技术创新复杂性的不断提高，企业所需的知识类型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增加知识获取渠道。创新网络已成为知识获取重要渠道之一，可以为企业提供信息，促进知识转移[3]。因此，创新网络对知识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间知识的有效沟通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过程和创新成功的关键。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知识转移能力是组织竞争优势的独特来源。社会网络理论表明，重复的交互作用导致个人之间信任的增加，这是参与创新的企业之间信息共享的一个重要因素。创新网络依赖在知识转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外，根据Carolis等[4]的研究，网络和知识的结合能够成功地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然而，外部知识对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受到企业消化吸收能力的影响，当企业可以有效地吸收从网络中获得的重要的技术或市场知识时，企业在提高创新能力方面更为成功。
无疑，创新网络中的知识转移对企业创新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个促进过程又受到企业对知识的吸收能力和对网络的依赖程度的影响。吸收能力和网络依赖在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尝试构建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可调节的中介模型，以分析吸收能力和网络依赖的作用机制。
因此，本研究可能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通过心理学理论对创新能力的考察，拓展了以往的创新研究；其次，通过分析企业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探讨企业外部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认为高度依赖网络的企业可能获得有用的知识以改进其研发活动，从而提高其在市场上的有效执行能力；第三，通过确定企业外部网络产生积极结果的因素来扩大创新能力。具体来说，本研究将网络依赖作为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因子来衡量，通过评估通过吸收能力的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依赖，来确定一个调节中介效应。本研究以创新理论和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从认知的角度对创新的研发过程进行研究，并提出如何有效利用创新机制的建议。
[bookmark: Xb858ce062b231737cf8e92fe380c22dee93bdf5]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提出了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吸收能力和网络依赖的调节中介机制。建立这种调节中介效应有4个步骤：首先，预测因子与中介因子（第一步）、中介因子与结果（第二步）、预测因子与结果（第三步）之间的显著关系应得到满足；其次，在第四步中，如果在控制中介效应的同时第三步的强度显著降低，则会建立调节效应。
[bookmark: Xb4da29a53f9cd4712aa5797975d3cd8875dc030]2.1   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
知识转移是企业创新活动成功的战略关键之一。基于资源的观点，知识被视为创新实现的主要资源。由于经常面临一个充满活力且多变的创新环境，企业不可能在创新决策过程的多个层面上拥有无可争辩的知识，因此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企业之外，以探索有用的知识。来自外部的实践知识可以通过促进科技的发展和提供对市场的洞察，使企业不太容易遭遇逆境。
众多学者对知识转移的概念和过程进行了研究。知识转移被认为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过程之一。在两个或多个参与者（个人或组织）之间进行知识转移过程的目的是，使参与者能够获得另一个参与者的知识。组织通过不同的知识传递渠道，实现组织知识共享，以及有效利用现有知识。通过团体、组织单位甚至企业之间联合参与的社会实践，可以共享知识[5]，但是，随着组织全球化分散和组织间团队在研发上的协作，专业环境越来越虚拟化，这可能会使知识转移更加复杂[6]，因此，可以在研发项目的背景下部署不同的机制，如人员交互、专利披露、出版物、资产和服务交换等。可以采用的知识转移的定义是Christensen[7]提供的定义，他认为知识转移是识别已经存在的知识，获取并随后应用这些知识来开发新思想或增强现有思想，使过程/行动比原来更快、更好或者更安全的过程。因此，基本上，知识转移不仅是关于开发可利用的资源，即知识，而且是关于如何更好地获取和吸收知识，使事情更有效率。根据Van de Vrande等[8]的观点，知识转移涉及到积极地与他人交流自己所知道的知识或经验，或者为了学习别人所知道的知识或经验而积极地咨询他人。成功的知识转移意味着会在组织中成功地创造和应用知识。许多研究人员使用不同的模型描述了知识转移的过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Noaka等[9]提出的区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知识转移模型。
与其他企业相比，一个企业通常在一个或多个知识领域具有优势，但在其他知识领域却很薄弱。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创新的复杂性，只有少数或者部分领域的知识是不够的，企业还需要其他领域的知识作为补充，我们称之为补充型知识；随着知识的快速更新，企业的优势知识领域也需要不断扩展，这种扩展的知识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起着辅助作用，我们称之为辅助型知识。前者是指与企业的优势知识有很大区别的异质性知识；后者是指与企业专业领域和经验相匹配的同质知识。这两种类型的知识转移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
只有企业具备适当的创新能力，创新才能发生[10]。创新通常是根据企业引入市场的方式（产品/服务创新）以及企业创建和交付这些产品所采用的方法（流程创新）的变化来解释的。具有更高新颖性创新的企业通常使用更广泛的知识来源来开发其产品，因此，与不同合作伙伴拥有强大合作关系的企业更有可能发展更强大的创新能力[11]；这反过来可能使企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更高层次的合作创新增加了核心企业与其外部行动者之间的直接互动频率，从而大大加强了企业间战略资源的交流。因此，与外部行动者合作的企业处于更好的创新地位，因为这样的地位增加了他们获得开发新产品和新流程所需战略资源的机会。
技术的复杂性增加了创新的难度，通常，企业会采用渐进式创新来不断改进其技术，但有时，企业会打破惯例，使用颠覆性创新，发明新产品或提出新的商业模式。企业对渐进式创新所需的辅助型知识并不陌生，甚至有能力开发这些知识，然而，为了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获得这些辅助知识，企业选择在网络中进行现有知识的深度、彻底的转移和整合，增加知识存量，扩展新知识，促进新旧知识的整合，促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对于颠覆性创新，企业需要从不同领域获得新知识（即补充知识），企业往往没有这样的知识，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在短时间内发展这种知识，需要依靠网络中合作伙伴的知识转移，通过不同知识背景的组织间的互补性知识转移，获得新的知识，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从以上论据可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1（H1）：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有积极影响。
[bookmark: X9559121eb6e8956fe5e052f0c2af42027854cbb]2.2   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
具有更高新颖性的创新的企业通常使用更广泛的知识来源来开发其产品。笔者认为，虽然与市场行动者的合作可以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其最终影响可能取决于企业的吸收能力水平。作为成功创新决定因素之一，吸收能力是至关重要的[12]。虽然吸收能力最初是概念化的，主要用于处理外部知识，但研究人员认为，企业还应考虑其内部知识，以促进新知识的内部传播。本研究同意将内部和外部知识结合起来的系统观点，将吸收能力定义为“有助于识别、交流和吸收相关外部和内部知识的组织机制”[13]。
创新网络可以提高企业在外部环境中对不同参与者的知识资源的可获取性[14]，然而，只有当一个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时，才能实现形成创新网络的协同优势。换句话说，在企业之间的合作中，有效学习需要足够的吸收能力，强大的吸收能力可以使企业能够识别、交流和吸收合作伙伴的知识资源。有研究认为，吸收能力提高了企业对外部环境中存在的知识资源的敏感性[15]；它还帮助企业利用、开发和重新配置获得的外部知识。因此，当吸收能力水平较高时，企业就处于更好的位置，可以搜索和应用通过创新网络获得的外部知识，从而提高创新能力。
相反，无论创新网络的规模和质量如何，吸收能力较差的企业都会降低向合作伙伴学习的能力，从而降低创新能力。一个企业如果不能有效地识别外部知识，有妨碍知识共享的沟通氛围，或者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处理新的想法、过程或技术，可能会忽视外部知识的价值，从而变得不愿意或不能从外部参与者那里学习，这最终会降低其创新能力。即使获得了知识，低水平的吸收能力也意味着企业可能无法利用知识。换句话说，企业有效利用新获得的知识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企业无法开发和重新配置这些资源。因此，本研究认为，通过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吸收能力介导了创新网络中知识转移之间的联系。
从以上论据可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2（H2）：企业的知识转移与吸收能力正相关。
以往的研究表明，积累知识有助于企业识别创新机会，例如，获取有关行业、市场和技术的知识可以增强企业实现创新的认知判断。知识作为衡量机遇可行性的标准，在开发原创商业理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获得的知识越广或越深，实现技术创新就越容易。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通过研究如何获取知识并利用知识寻找创新资源来关注企业的创新过程。事实上，除了知识本身之外，吸收内外部知识的能力也影响着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观察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实现技术创新。在获取外部知识的活动中，企业能够开发和丰富与业务相关的模式，直到技术创新取得成功[16]。因此，企业通过整合知识的过程来提高创新能力，在获得的知识之间形成联系。
本研究假设企业将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3（H3）：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正相关。
笔者认为，企业的知识转移增加了吸收能力，对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根据刺激-有机体反应（SOR）模型，一个有机体的心理过渡过程调节了环境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即，来自其他企业的知识转移（外部刺激）对企业反应的影响可以通过吸收能力（内部刺激机制）来调节。在这方面，本研究提出在企业知识转移影响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吸收能力发挥了中介效应。知识转移可以丰富企业的吸收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实现技术创新的企业。其他研究人员将知识作为技术创新的一部分也讨论了吸收能力中介作用的类似观点，认为吸收能力可以促进创新活动的知识积累，从而产生创新能力。从以上论据可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4（H4）：企业的吸收能力介导了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bookmark: moderation-effect-of-network-reliance]2.3  网络依赖的调节效应
网络依赖被认为是创新网络发挥创新绩效的重要预测因素之一[17]。网络依赖是强关系的关键特征之一。如果企业及其资源提供者相互依赖，那么更有可能与其信任的企业分享重要的知识。然而，有关网络依赖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因此，需要对网络依赖影响技术创新过程进行详细的研究。本研究定义网络依赖为企业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和信任其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目的和动机。
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书籍、报纸或实验获得自己的有用知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来获得知识。企业可以积累各种知识，并在与其他组织互动时有效利用这些知识。以前的研究认为企业的网络是网络依赖的决定因素，网络使企业能够获得他们不具备的有用知识，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商业知识的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会努力从网络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因此其会信任网络中的邻居。事实上，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样知识就可以很容易地转移给企业。此外，知识转移有助于企业完善网络依赖[18]。因此，如果企业从网络中获得成熟的技术和市场知识，他们就会高度依赖网络。
当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第三个变量时，就会产生调节效应，第三个变量叫做调节者（moderator），它改变了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或方向。在以前的研究中，当关系不一致时，通常会引入调节者。根据早期的调查，知识获取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似乎是难以捉摸的。一些研究坚持认为，对客户或技术的事先了解提高了企业更有效地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能力；相比之下，其他研究则保持着一种消极的关系，描述了一家大型企业尽管拥有丰富的知识、管理经验和基础设施，但在新兴市场中未能表现出良好的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之间的这种模糊关系表明存在一个调节者。基于这一逻辑，本研究假设网络依赖可以改变吸收能力的强度，将网络依赖视为心理层面的调节者。这一观点符合工作特征理论，即环境特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由心理因素调节。因此，本研究预测，当网络依赖度较高时，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会有很强的关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推理，本研究提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5a（H5a）：企业的网络依赖调节了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对于高度依赖网络的企业来说，这种积极的关系更为牢固。
如果企业的网络依赖调节了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那么企业的特征也可能有条件地影响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之间间接关系的强度。换言之，从知识转移中获得的知识对创新能力（中介效应）的影响可以通过网络依赖来调节，从而显示出适度的中介效应。当网络依赖度较高时，本研究假设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期望网络依赖将积极调节中介效应。也就是说，当网络依赖度较高时，中介效应会更强。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推理，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b（H5b）：企业的网络依赖调节了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的间接影响（通过吸收能力）。具体来说，当企业的网络依赖度较高时，吸收能力对间接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提出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知识转移
创新能力
吸收能力
网络依赖
控制变量
H1
H2
H3
H4
H5a
H5b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bookmark: research-methods]
3  研究方法
[bookmark: research-samples-and-data-collection]3.1  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
中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行业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电子制造服务企业（EMS）、芯片设计企业、芯片制造商、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具企业、IP企业、设计服务企业、包装和测试验证企业以及装备制造企业。本研究以中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向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企业家、经理、首席执行官（CEO）、首席技术官（CTO）等发放调查问卷，将收集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部分问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共收集236份问卷，根据箱线图分析排除缺失数据和异常值后，最终选择了218份有效问卷（以下简称“样本数据”）。
样本数据中，16名受访者为20～30岁（占7.3%），61名受访者为31～40岁（占28.0%），82名受访者为41～50岁（占37.6%），59名受访者大于50岁（占27. 1%）；在所有受访者中，187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占85.78%）；芯片设计是最受欢迎的工业子类别，占所有受访者所在企业类型的37.16%。调研对象的统计学信息如表1所示。
[bookmark: variable-measurement]表1   样本数据调查受访者的人口统计
	变量及其类别
	样本数/人
	占比

	年龄/岁
	20～30
	16
	7.30%

	
	31～40
	61
	28.00%

	
	41～50
	82
	37.60%

	
	＞50
	59
	27.10%

	受教育程度
	高职
	31
	14.22%

	
	学士
	82
	37.61%

	
	硕士
	66
	30.28%

	
	博士
	39
	17.89%

	企业类型
	芯片设计
	81
	37.16%

	
	芯片制造
	17
	7.80%

	
	包装与测试
	22
	10.09%

	
	OEM
	19
	8.72%

	
	EMS
	18
	8.26%

	
	EDA
	15
	6.88%

	
	IP 
	11
	5.05%

	
	设计服务
	19
	8.72%

	
	装备制造
	16
	7.34%



3.2  变量测量
[bookmark: independent-variables-knowledge-transfer]（1）自变量：知识转移。基于Yli-Renko等[19]对知识转移绩效的研究，本研究提出了辅助型知识转移和补充型知识转移的10个测量问题，受访者被要求对他们所获得的技术和市场知识的质量进行评估。问题包括：“我获得了对未来业务至关重要的技术的新知识”“我从未来业务的初级市场中获得了新的第一手经验”“我获得了关于市场在未来业务中如何运作的新知识”等。回答基于五点Likert量表，即，从1为“强烈不同意”到5为“强烈同意”。这些问题的克朗巴赫（Cronbach）系数α值（以下简称“α值”）为0.92。根据Nunnally[20]的研究，α>0.70时表明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因此，知识转移变量的测量具有良好的信度。
[bookmark: dependent-variable-innovation-capability]（2）因变量：创新能力。本研究利用Subramaniam等 [21]、Govindarajan等[22]的测量结果，发现企业的颠覆性创新能力和渐进式创新能力是相关的。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新产品模型的开发上，是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提高其技术水平，改进生产工艺，更新工具设备的能力；颠覆性创新主要体现在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和其他工具的开发上。因此，本研究提出了10个调查问题。回答基于五点Likert量表，范围从1为“强烈不同意”到5为“强烈同意”。这些问题的α值为0.89，这表明了创新能力的测量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bookmark: X0571a852616d638ec3d3686a10cb2cc56780009]（3）中介变量：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的测量量表是由Flatten等[23]开发的，本研究以企业家的视角为基础修改了其中的问题，而不是在企业层面，当企业家代表企业回答这些问题时，这种修改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因此，他/她的观点和意见代表着企业的观点和意见。回答基于五点Likert量表，范围从1为“强烈不同意”到5为“强烈同意”。这些问题的α值为0.86，这表明吸收能力的测量问题的信度较好。
[bookmark: Xf099f3bd030b0248ab9664260b91d58c512d966]（4）中介调节变量：网络依赖。衡量企业网络依赖性的依据是Choi等[24]提出的理论，受访者被要求对他们对自己的商业网络的依赖程度进行评分，其中包括“如果我们的关系中断，我们将面临更换困难”和“我们的商业网络是值得信赖的”。 回答基于五点Likert量表，范围从1为“强烈不同意”到5为“强烈同意”。这些问题的α值为0.82，这表明网络依赖的测量问题的信度较好。
[bookmark: X1d005bcc0e6c74e96d20c2a07f5c5470c129ff9]（5）控制变量。为了减少外生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了一些控制变量：有着悠久创新历史的企业往往会继续产生许多创新，因此，将企业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企业的规模影响创新能力，大型企业往往有更多的资源来提高其创新能力，此外，大型企业在获得总部对业务运营和创新活动的支持方面也具有优势，因此，使用企业员工人数作为控制变量；在产业链的不同位置，企业的积极性也不同，芯片设计企业比其他企业有更多的创新热情，因此，将企业所在产业链的位置作为控制变量；不同地区的创新资源不同，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以企业地理位置作为控制变量。
[bookmark: research-result]4  研究结果
[bookmark: X25fb9e396d895daa25d1f8777e35ea842d56725]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可见知识转移的平均值大于4，说明知识转移具有较高的利用率；创新能力平均值约为4，说明企业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在相关分析中，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51～0.79之间，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初步验证了本研究假设。
表2   样本数据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序号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知识转移
	4.13
	0.56
	1
	
	
	

	2
	吸收能力
	3.98
	0.64
	0.57**
	1
	
	

	3
	网络依赖
	3.86
	0.56
	0.72 ***
	0.51 ***
	1
	

	4
	创新能力
	4.02
	0.59
	0.79 ***
	0.56 ***
	0.64 ***
	1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双尾试验）。下同。

[bookmark: validity-tests]4.2  效度检验
在验证本研究假设之前，进行了两次有效性检验。首先，使用Amos23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以检验收敛性和判别有效性。结果表明，假设的四要素模型（由知识转移、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和网络依赖性构成）与数据集具有良好的匹配性（，RMR=0.03，GFI=0.93，CFI=0.95，RMSEA=0.06）。此外，我们还检查了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和组合效度（CR），AVE的值均大于0.8，CR的值均大于0.9，表明满足收敛效度，同时也满足了判别有效性的要求，因为AVE的范围在0.84～0.96之间，且各AVE均大于各项的平方相关系数。
接下来，我们将样本数据按随机顺序排列，然后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以避免常见的方法偏差。根据Podsakoff等[25]的研究方法，当单个因素解释总方差的50%以上时通常会出现方法偏差。对所有变量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进行测试，根据结果，在4个不同的因素中，第一个因素占总变异性的26.73%。这意味着没有常见的方法偏差。
[bookmark: hypothesis-tests]4.3   假设检验
基于上述验证结果，我们使用SPSS process对所有假设进行了测试，总而言之，H1、H2、H3和H4代表一种间接效应，即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的联系由吸收能力介导。采用Baron等[26]提出的多步骤方法测试了这种中介效应。然而，最近的研究建议采用自助（Bootstrapping）分析法来确认显著的间接效应，因为这种方法在确定中介效应的统计显著性方面很有效。因此，除了Baron等[26]提出的方法外，我们还采用了自助分析法，以确认间接效应的重要性。在H5a和H5b中，我们假设了网络依赖的调节效应，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简单的调节效应，采用SPSS process确保了调节的中介效应。在验证H5a和H5b之前，对控制变量进行了虚拟编码，其他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
[bookmark: Xd3c9146a104b851f9a8602fd3dfa40e31437d88]（1）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我们采用Baron等[26]的建议来检验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H1、H2、H3和H4），评估中介效应应满足4个要求：自变量X和中介变量M都应回归到因变量Y上；变量X也应回归到变量M上；如果变量X保持显著且在控制变量M的同时其效应变小，则确认部分中介效应；如果变量X不再显著，则发生完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图2），知识转移分别与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吸收能力也与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在统计上支持H1、H2和H3；知识转移的效应仍然显著，但在控制吸收能力时其效应的大小会减小，从而证实了吸收能力的部分中介效应（，，），此外，自助法分析的结果还表明，知识转移对创新能力的间接影响是统计显著的（间接效应为0.146，95%的偏差校正CI介于[0.067，0.278]之间），因此，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介导了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的关系，也就是说支持H4。
知识转移
创新能力
吸收能力
网络依赖
H1
H2
H3
H4
H5a
H5b
0.52***(0.06)
0.40***(0.06)
0.48***(0.05)
0.16*(0.05)
0.37**(0.05)
0.28**(0.06)


图2  企业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间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自助法分析结果
[bookmark: moderation-effect-of-network-reliance-1]
（2）网络依赖的调节效应。根据H5a假设，吸收能力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对高度网络依赖的企业是积极的，本文使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H5a。【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对何种变量回归？3个模型的含义未交待，补充！】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当模型3的相互作用项包含在回归方程中时，模型的解释力增大（，，，、），吸收能力（，，）和网络依赖（，，）对创新能力的主要影响也很显著，每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38。
【短横线连接符不是负数符号/减号】
表3  样本数据调节效应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新能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数
	2.331 ***
	2.557 ***
	2.560 ***

	企业年龄
	0.053**
	0.023**
	0.024**

	企业规模
	0.229 ***
	0.165**
	0.163**

	产业链位置
	−0.327***
	−0.740***
	−0.365***

	地理位置
	−0.290***
	−0.150*
	−0.130**

	吸收能力
	
	0.141**
	0.139**

	网络依赖
	
	0.337 ***
	0.348 ***

	吸收能力网络依赖
	
	
	0.163**

	
	0.28
	0.32
	0.437

	
	3.68
	3.12
	4.38

	
	17.65 ***
	21.24 ***
	26.49 ***



正如Aiken等[27]所建议的，本研究还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以确定这种调节效应的模式，结果如图3所示，与我们的预期相反，表明当网络依赖度较低时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大（简单斜率为0.245，，）；另一方面，对于高度依赖网络的企业来说，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相对较弱（简单斜率为0.076，，）。因此，统计证实了吸收能力与网络依赖的相互作用效应。
[image: ]
图3  企业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间网络依赖的跨级调节效应

在确认了调节效应的支持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调节中介效应（H5b），采用SPSS process计算了不同调节值下的调节中介效应，通过网络依赖度在平均值上下一个标准差上呈现其统计显著性，该分析的输出提供了交互效应的详细结果（见表5），这允许我们能够验证网络依赖值，其在条件下间接效应显著。检验结果表明，调节中介效应是正向的，且具有非零概率（，95%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 [−0.190，0.028]）；此外，当网络依赖度较低或等于标准化规模时，这种调节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但当网络依赖度较高时则不显著（见表4）。与H5a类似，H5b得到部分支持，是因为调节的中介效应是统计显著的，尽管其方向与我们的预期不同。
表4  企业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间网络依赖的调节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类型
	中介效应
	标准差
	置信区间(左)
	置信区间(右)

	条件中介效应：网络依赖均值减去1个标准差（0.56）
	0.121
	0.052
	0.140
	0.217

	条件中介效应：网络依赖均值
	0.078
	0.045
	0.025
	0.176

	条件中介效应：网络依赖均值加上1个标准差（0.56）
	0.037
	0.045
	−0.043
	0.062

	调节中介效应
	−0.105
	0.039
	−0.190
	−0.028



[bookmark: discussion]5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旨在验证企业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之间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与网络依赖的调节效应。首先，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对社会资源的依赖可能通过特定渠道与创新活动正相关，而以往的研究主要确定了其直接影响。中介作用表明，吸收能力是解释知识转移如何激励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具体地说，企业对社会资本所获得知识的感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介导了知识转移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验证这种中介效应，企业对吸收能力的感知成为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其次，本文证实了一种调节效应，那些相信自己可以从网络中获得丰富知识的企业，在网络依赖度较低的情况下会更好地认识到商业机会。调节中介效应的结果是相似的，即当网络依赖度较低时，中介效果更强。这些结果表明，对于那些网络依赖度较低的企业来说，对获取商业相关知识的认知更为重要。本研究推测那些依赖网络较低的企业在做创新决策时不轻易依赖知识或网络，他们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更喜欢利用自己的资源，包括认知偏见或启发式思维，这意味着那些依赖网络较低的企业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网络或业务信息获取。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即在几乎所有企业都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情况下，一些企业倾向于基于偏见而非理性作出决策。因此，对于高度依赖网络的企业来说，知识水平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不大。相比之下，那些对网络依赖性高的企业，似乎严重依赖于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知识的感知，这是因为那些网络依赖度低的企业在从事创业活动时，试图从内部资源中学习，而不是从外部资源学习，因此，当他们相信自己拥有丰富的知识时，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创新能力。
本研究通过考察知识转移、吸收能力、网络依赖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创新理论的研究，证实了吸收能力在知识转移和创新能力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吸收能力和知识转移的间接效应影响了低网络依赖企业的创新能力。希望本研究能为今后的创新过程研究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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